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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逐漸取代廣州和澳門，成為華南對外貿

易中心和南北貿易轉口港。加州淘金熱出現後，隨着香港與舊金山航運貿易的發展，香港迅

速崛起為亞太地區貿易和金融中心，美國對華貿易公司紛紛在香港設立商務機構，使香港成

為美國對華貿易樞紐港。本文通過考察主要美中貿易商行在香港的活動，闡述19世紀下半期

香港在美國對華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廣州貿易體制時期，美國的早期對華貿易

是通過廣州及其外港澳門進行的。美國商人在澳

門和廣州形成的商業社區，成為美中經濟、政

治、文化最早的接觸點。
(1)
 1839-1842年的第一

次鴉片戰爭，導致了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新格局在

亞洲的出現，急劇地改變了傳統的歐亞海洋貿易

模式。西方列強通過武力威脅，迫使東方弱國與

其締結自由貿易條約。通過有限制的使用軍事

力量來建立西方在亞洲的非正式帝國( informal 

empire)，以保障通商自由，而不是通過大規模

的軍事征服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來确立其貿易壟

斷，是自由貿易帝国主义的一大特色。
(2)
 美國對

華貿易商人傚倣鼓吹自由貿易的英國商人，遊說

美國政府利用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的時機，與

之簽訂通商條約，以獲取英國通過戰爭取得的利

權。1844年中美兩國在澳門半島望廈村簽訂的

第一個條約，標誌着美國走上了在亞洲進行帝國

主義擴張的道路。
(3)

〈望廈條約〉簽訂後，美國對華貿易穩步增

長。貿易總額從1843年的600萬美元，增加到1845

年的900萬美元。1846年，美國海關免除中國茶

葉進口稅，進一步刺激了美中貿易的發展。
(4)
 香

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後，逐漸取代廣州和澳門，

成為華南對外貿易中心和南北貿易轉口港。加州

淘金熱出現後，隨着香港與舊金山航運貿易的發

展，香港迅速崛起為亞太地區貿易和金融中心，

美國對華貿易公司紛紛在香港設立商務機構，使

香港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樞紐港。1860年，美國對

華貿易總額達到2,300萬美元；到19世紀末，這個

數字接近5,000萬美元，超過一半的美國產品是通

過香港輸入中國的。
(5)
  

在香港近代對外貿易史研究中，研究者的注

意力大都集中在怡和洋行等英國大公司，對美國

商行在香港活動的研究比較簡略。本文通過考察

主要中美貿易商行在香港的活動，分析貿易統計

數據，闡述19世紀下半期美國對華貿易的發展和

變遷。

華南外貿中心從廣州和澳門向香港的轉移

在唐宋時期，香港地區的屯門曾經是廣州的

外港，從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國家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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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市舶貿易的船隻在此地停泊。朝貢使團在屯

門接到廣州市舶司的傳召後，再進入珠江內河進

行貢舶貿易。到了明代，澳門才取代屯門，成為

廣州的外港。
(6)
 鴉片戰爭前，英美商人已經在香

港地區活動。從19世紀20年代起，為了規避清政

府對鴉片貿易的查處，西方商人的鴉片貿易船隻

從黃埔港轉移到內伶仃島以及香港的深水港灣停

泊。鴉片商人在香港島的水坑口進行交易。
(7)
 在

颱風季節，排水量五百噸以上的走私船在大嶼山

與馬灣之間的汲水門避風；噸位較小的走私船可

以在香山縣淇澳島與唐家灣之間的金星門停泊。
(8)
 

雖然清政府在內伶仃島部署有緝私船隊，但是腐

敗的清軍官兵并不認真履行他們的職責。因此，

英美商人可以利用他們建立的走私網絡，肆無忌

憚地在珠江口進行鴉片貿易。
(9)
 清政府設置的廣

州貿易體制，根本無法抑制西方商人在珠江口和

沿海地區猖獗的走私活動。
(10)

英國在1841年1月25日佔領香港後，馬上於

2月1日發佈文告，允許中國商船來港自由貿易，

並免除稅費。同年6月7日正式宣佈香港為國際自

由港。但是在英國殖民統治初期，一些殖民官吏

并不看好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商埠的前景。1844

年7月，香港財政司長馬丁 (Robert M. Martin) 

在報告中寫道，儘管英國當局早在1841年8月就

頒佈了鼓勵和保護商業和航運的公告，但是這些

措施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抵達香港的商船

每個月都在減少。 他斷言，“不管出現甚麽情

況，香港都不可能成為貿易中心”；“英國政

府沒有理由在香港再花一個先令”。他建議逐

步撤出香港。
(11)

不過，英國商人對香港的前景卻充滿信心。

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 和寶順

洋行 (Dent & Company 又稱顛地洋行) 率先在香

港設立總部。鴉片戰爭尚未結束，英國當局便於

1841年6月在澳門舉行了首次香港土地拍賣 (實際

上是拍賣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儘管香港到1843年

纔正式被割讓給英國。怡和洋行在這次拍賣中購

得三塊土地，馬上開始在香港修築商館。1844年

3月，怡和洋行總部從澳門遷到香港東角，
(12)
 在

那裡修建倉庫和碼頭。寶順洋行不甘落後，也在

香港中區購得的地盤上興建商館，把總部從澳門

遷到維多利亞城 (華人把這一地區稱為“四環九

約”)。
(13)
 在這些最大的對華貿易商行的推動下，

香港航運貿易基礎設施的建設全面展開，日趨完

善。據於1842年2月從澳門到達香港的英國駐華全

權代表兼商務總監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1843

年任香港總督)的報告, 殷實的中國商人也紛紛從

廣州和澳門前往香港，在新開闢的殖民地開設商

號。一位到訪港澳的英國人在1843年6月報道，大

多數華人店主已經離棄澳門，搬到香港，其速度之

快，“就像從倒塌中的房子裡逃出來的老鼠”。
(14)
 

香港的華人居民 (包括水上居民) 從1841年的7,450

人增加到1848年的15,000-20,000人。到1848年，

香港已經有二十個英國商行，以及多個美國、印

度和葡萄牙人的公司。
(15)

美國人也看好這個自由貿易港的前景。據

1844年11月到訪香港的一位美國遊記作家的報

道，維多利亞城到處都是繁忙的建築工地，正在

迅速擴展。他預言，由於香港有利的地理位置，

又便於防守，幾年後便會成為英國的貿易中心。

雖然澳門也開放為自由港，但是港英當局的自由

貿易政策顯然更具吸引力。
(16)
 美國商人緊隨英

商，紛紛從澳門和廣州前往香港。香港最早的美

國居民是紐約商人久利斯比 (Charles Van Megan 

Gillespie)，1841年已經住在香港。他在灣仔修

建了一所有六個房間的磚石結構房子。1843年，

旗昌洋行派遣達維森 (G. F. Davidson) 為駐香港

商務代理。這個最大的美國對華貿易商行的總部

當時仍然留在廣州，由六名股東和八名職員經營

管理。
(17)
 美國國務院在1843年任命沃爾得侖 (T. 

W. Waldron) 為首任美國駐香港領事。他也是第

一位獲得英國女王頒發的領事證書的外國駐香港

領事。但是沃爾得侖接受任命後不久，便於同一

年在澳門去世，葬於澳門基督教墳場。
(18)
 1844

年，Bush & Company (1844-1850) 在香港成立，

代理旗昌洋行、瓊記洋行等多個對華貿易商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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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這可能是在香港設立的第一個美國商行。

行主布什 (Frederick Bush) 於1845年被任命為第

二任美國駐香港領事。美國費城商人羅爾 (Samuel 

B. Rawle) 和丹麥商人頓斯 (Nicholas Duus) 也

於1845年在香港開設貿易公司 Rawle, Duus & 

Company。1848年前在香港設立總部的美國商行

還有 Drinker, Heyl & Company。
(19)

1 8 4 5年，以波士頓為基地的商人圖德 

(Frederic Tudor) 在香港中區海旁開設了銷售美

國天然冰的貿易公司 Hong Kong Ice Company。

這個公司的冰庫位於現在的雪廠街，當時的街名

為雪廠里。
(20)
 在19世紀，美國天然冰出口貿易

幾乎全為波士頓商人所壟斷。在美國有“冰王” 

之稱的圖德建立了覆蓋南美洲、印度洋地區、東

南亞和中國的龐大銷售網。從新英格蘭地區結冰

的湖泊裡採集的冰塊出口到世界各地。1847年，

運載出口冰塊的美國商船有95艘，約 23,000 噸

美國天然冰被運往三十一個外國港口，其中包括

亞洲港口加爾各答、馬德拉斯 (Madras)、孟買、

錫蘭、巴達維亞、香港和黃埔。
(21)
 第一批輸往中

國的美國天然冰是由旗昌洋行的商船 Paul Jones 號

於1843年運載的。
(22)
 由於患上亞熱帶疫病的在華

歐美居民相當多，1848年在香港的歐美人士的死

亡率高達12.9% (同一時期全港居民的死亡率僅為

1.78%) 
(23)
，當地醫院需要使用大量冰塊為病人退

熱。為了鼓勵進口冰塊，港英政府免費提供建築冰

庫的土地。除了醫院外，進口的冰塊也銷往酒吧、

飯店和妓院。
(24)
 從美國進口天然冰的貿易一直持

續到1874年。這一年，兩位蘇格蘭人在香港開設了 

Kyle & Bain 製冰公司，使用他們的同胞科克博士 

(Dr. Alexander Kirk) 發明的製冰機生產人造冰，結

束了從美國進口天然冰的歷史。
(25)
  

美國商船和捕鯨船從1840年代初開始到香港停

泊，利用這個自由港補給食用品和維修船舶 
(26)
；但

是大多數美國船繞過香港，直接到廣州貿易。美

國駐香港領事布什1845年在致國務院的信中稱，

如果英國政府繼續目前的政策，香港不會成為其

他國家對華貿易的重要港口。
(27)
 根據美國領事

報告，1846年僅有五十艘美國船進入香港，合計

總噸位為17,289噸 。而根據香港殖民政府年度報

告，1846年到廣州貿易的美國商船共六十四艘，

總噸位為29,049噸。
(28)
 

鴉片戰爭後，廣州對美國商人仍然具有吸引

力。〈望廈條約〉簽訂後，美國與廣州貿易持續

增長。1844年，到達廣州貿易的美國商船總噸位

為23,273噸。到1855年上昇到65,073噸。
(29)
 大多

數美國商人繞過香港，直接到廣州貿易，不僅因

為廣州在1840年代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外貿港口，

而且因為美國商人與廣州商人通過半個多世紀的

貿易，已經建立了密切的互利共生關係。旗昌行

商人與伍浩官家族的緊密合作，便是一個典型的

例子。
(30)
 在新的條約體制下，西方商人的活動

不僅擴展到新開放的通商口岸，而且深入到出口

作物的內陸產地。由於清政府禁止西方商人到內

地活動，他們更加需要中國商人和買辦的合作，

以求獲得出口商品產地和內地市場的情報，建立

收購和銷售網絡。因此，儘管戰後的廣州彌漫着

排外情緒，反對英國人入城的運動方興未艾，許

多外國商行仍然留在廣州，僱用他們熟悉的商人

為買辦，並把這些廣州商人買辦帶到上海和其它

通商口岸開拓商務。

加州淘金熱與太平洋貿易的興起        

香港開埠後，逐漸發展為英國對華貿易的據

點和中國沿海南北貿易轉運港。在這塊殖民地建

立的初期，經濟主要依靠單一的鴉片貿易，國際

貿易主要與印度洋地區和大西洋歐洲國家進行。

上海、廈門等口岸開放後，香港的轉口貿易和航

運業面臨强勁的競爭對手。香港不僅沒有成為國

際貿易中心，而且前景黯淡。1848年1月，距離

舊金山七十五英里處發現金礦。消息傳出後，淘

金者紛紛從美國東部、墨西哥、智利、歐洲、澳

洲、土耳其、中國等地趕往加州。1847年，舊金

山人口僅為459人，到1852年猛增至36,154人。
(31)
 

由於加州人口激增，需要輸入大量的食品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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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而在橫貫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修通以前，

從美國東部到加州的交通運輸主要依靠海運。從

紐約等東部港口到舊金山的海船，要繞過南美洲

的合恩角，漫長的航程一般需要115天，最快紀

錄也要89天。而從香港到舊金山的航程，衹需要

45到50天，最快記錄僅為33天。因此，加州發現

黃金的消息在1848年底傳到香港後，香港的出口

商和航運業主便把握這個大好商機，馬上投入太平

洋貿易，使香港成為加州進口貨物的主要供應地。

曾在1836-1838年擔任旗昌洋行 “伶仃號”鴉片船

船長的馬坎德雷 (Frederick W. Macondray)，在波士

頓聽到加州發現黃金的消息後，馬上趕往加州，於

1849年在舊金山建立商行 Macondray & Co., 與旗

昌洋行、和興號金山莊密切合作，成為加州與香

港航運貿易的重要代理商。從1849年到1851年，

超過1,000艘商船從世界各地到達舊金山，這些

船隻不僅載運乘客，還運來大量食物、日用品、

建築材料以及其它物資。從1849年到1856年，輸

入舊金山的貨物達50萬噸。
(32) 
舊金山從一個默默

無聞的瀕海小鎮，迅速崛起為太平洋地區的重要

國際轉口港。

向加州移民的浪潮也隨即出現。從珠江三角洲

地區招募的大量華工被運往香港，再轉運到太平

洋彼岸。1849年，從香港到舊金山的乘客共有300

人。1851年增加到2,700人。到1852年，出洋華人

的總數達到高峰，香港總督文翰 (George Bonham) 

聲稱有30,000人之多。淘金熱過後，華人向美洲移

民的浪潮並沒有消退，香港繼續發揮移民出洋和回

鄉之中轉站的作用。從1869年到1939年，從香港出

國的華人共615萬人次，經香港回國的達到759萬人

次。
(33)
 滿載貨物和移民的商船一般直接駛往舊金

山，偶爾也在夏威夷停靠。從香港到舊金山的太平

洋航綫，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國際航道之一。

美國對華貿易重心從廣州向香港的轉移

美國對華貿易重心從廣州轉移到香港發生在

加州淘金熱出現以後。1846年，進入香港的美國

船衹有50艘，其中還包括一些掛美國旗的中國

帆船，合計噸位為17,289噸。到1859年，抵達香

港的美國船隻增加到185艘，總噸位達到178,000

噸。香港與加州之間繁榮的太平洋貿易，以及香

港優良的金融、保險、儲運、船舶維修等航運貿

易基礎設施，吸引了對華貿易商行在這個自由港

設立總部或主要商務機構。此外，鴉片走私貿易

在這塊英國殖民地得到英國駐軍的保護，也是香

港吸引西方商行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商人早在

19世紀上半期就使用倫敦匯票進行中美貿易。英

國商人在香港設立的金寶銀行 (Oriental Bank；又

稱麗如銀行) 等金融機構，使利用英國信貸進行

交易更為方便。香港保險業的發展，也推動了航

運貿易的擴張。香港開埠後，郵政服務和新聞通

訊事業迅速發展。1842年設立郵局，建立了與倫

敦兩週一次的定期郵遞服務。次年，又建立了香

港與廣州和香港與澳門之間的每日郵遞服務。
(34)
 

便利的海路交通和郵政系統使香港與倫敦、紐約

等國際金融貿易中心保持密切聯繫，有利於設立

在香港的西方商行總部操控在通商口岸分行的商

業運作，指揮和調度在中國沿海的鴉片貿易船

隻。
(35)

加州淘金熱給香港帶來了新的商機和空前的

繁榮。很多總部設在廣州的美國對華貿易公司在

1850年代紛紛在香港開設商務機構。1850年，同

孚洋行 (Olyphant & Company) 在皇后大道設立了

商行。旗昌洋行和瓊記洋行這兩個最大的美國商

行和競爭對手，分別在1855年和1856年在香港設

立商行。瓊記洋行的商館可能位於現在灣仔的克

街 (Heard Street，舊稱喝地街)。旗昌洋行在香港

的商館設在皇后大道，由德雷諾 (Warren Delano, 

Jr.) 和泰森 (George Tyson) 兩名股東掌管。德雷

諾是美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933-1945年任總統) 的外祖

父。
(36)
 德雷諾1839年加入旗昌行後來，極力擴

大鴉片走私，成為該行舉足輕重的股東，兼任過

美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和副領事。在1859年，這個

商館僱用了九名職員。除了傳統的中介代理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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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經營航運、保險以及香港到廣州和香港到

上海的輪船航綫。
(37)

怡和洋行率先在香港設立總部，在1840年代

中期已經建立起以香港為中心、連結各通商口岸

和海外商港的周密貿易網絡。旗昌洋行和瓊記洋

行倣傚英國商行的經營模式，也在1850年代中期

在香港設立了豪華的商館和大型倉儲設施。這些

主要的美國對華貿易商行在香港遙控各分行在其

它口岸的貿易，為它們提供購買茶絲的資金，並

管理航運和保險等業務。
(38)
 在香港的英美兩國

商人雖然在商業上是競爭對手，但是他們也有共

同的利益。他們在共同的社區裡分享着許多相同

的興趣和愛好，彼此合作。美國商人接受了英國

殖民者從印度殖民地帶來的等級、種族偏見以及

英國生活方式，有的人回到美國後甚至被誤認為

英國人。美國人在香港的外僑社區中相當活躍。

瓊記洋行的股東約翰 赫德 (John Heard) 是英

美僑民社區中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年僅三十

六歲的赫德被公認為中國通，被所有顯赫的英

國俱樂部接受為會員。他也是聞名的騎師，經

常帶着自己的賽馬參加在快活谷 (跑馬地) 舉行

的賽事。
(39)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十三行的外國

商館區於 1 8 5 6年被焚燬。外國商行搬到珠江

對岸的河南，很多外商把主要商務機構搬到香

港。1860年，廣州的美商嘩地瑪洋行 (Wetmore 

& Company) 也在香港的皇后大道開設分行。
(40)  

1863年，美國駐華臨時代辦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回到廣州，發現十三行的外國商館區仍

未重建，沙面大部分地區還是空地。他斷言，廣

州不可能在短期內恢復昔日的繁榮。
(41)
 香港的

崛起直接導致廣州和澳門的衰落。到1860年代，

美國的大部分商行的主要商務機構已經搬到香港

或上海，在廣州衹留下次要的商務代理行，從屬

於香港的商館。旗昌行雖然於1860年代末在十三

行舊址重建了豪華的商館，但衹留下一位股東主

持商務。     

        

航運貿易

由於香港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航運貿易基礎

設施日趨完善，這個自由港在1850年代已經取代

廣州，成為華南對外貿易中心和轉口港。廣州則

下降為地區性物流集散地。1840年代末淘金潮出

現後，香港與舊金山的航運貿易成為這塊殖民地

的經濟命脈。向加州輸出貨物和勞工是利潤豐厚

的行業。香港迅速成為加州進口貨物及勞工的主

要轉運港。1849年，香港政府報告首次將加州

列為出口目的地。向加州輸出的貨物多達八十五

種。主要貨物包括茶葉、絲織品、稻米、食糖、

精煉熟鴉片、咖啡、食品、藤製品、漆器、家具

以及花崗巖石等建築材料。從加州運回香港的貨

物主要有花旗蔘、麵粉、木材、煤油、水銀等美

國產品。1850年上半年，從香港運往美國西海岸

的貨物超過一萬噸。此外，在美國去世的華人的

遺骨，也通過香港運回家鄉安葬。這種收殮、運

送遺骨的業務稱之為“檢運”，到1850年代末已

經成為經常性的業務。1858年，“亞洲號” 運回

香港四百份遺骨。1870年，1,200名在修築太平洋

鐵路中喪生的華工的9,000公斤遺骨從舊金山運回

香港。1880年前，每份遺骨的運費估計為2-3元。

當時從舊金山到香港的乘客的船票為20元。由於

運送遺骨佔用船艙的空間小，又無需提供服務，

因此，運送遺骨比載運乘客更為有利可圖。
(42)
  

隨着香港與舊金山航運貿易的迅速發展，香

港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樞紐港。從中國到加州的商

船，絕大部分從香港出發。1856年從中國駛往加

州的商船共41艘，其中40艘從香港啓航。1856

年到達加州的32艘船中，從香港出發的28艘，從

上海出發的2艘，從澳門和汕頭出發的各1艘。在

1850年代，在這條航綫上營運的大部分是英國

船，但美國船也佔有相當份額。在淘金熱出現

前，怡和洋行已經開始經營香港與夏威夷和加州

的貿易。美國商船早在廣州貿易時期，就到美國

西海岸購買毛皮，再運往廣州。因此，美國海員

對從加州到香港的航綫並不陌生。1852年，從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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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運載華人移民到舊金山的商船共86艘，其中英

國船46艘，美國船18艘。此外，還有丹麥、瑞典、

挪威、荷蘭、德國、葡萄牙、法國、秘魯等國的船

隻。香港華商也直接經營中美航運貿易。1853年6

月，由香港華商譚亞才擁有的 Hamilton 號抵達舊

金山，這是第一艘到達加州的華商船隻。由華商擁

有的 Potomac 號、Libertad 號和 Emma 號也運載華

工到舊金山。華商還經營租船業務。

經營香港與加州貿易的主要英美商行有怡

和、旗昌、同孚等。在加州，從事中美貿易的

最大華僑商號是濟隆及永和生。濟隆號由南海

縣人陳樂於1850年代在舊金山開設，在香港、

上海和橫濱設有聯號。永和生號為香港華商招

雨田開設。招雨田也是南海縣人，在香港開辦祥

和號金山莊和廣茂泰南北行。開平縣籍商人譚亞

才在香港開設的廣源號也是著名的金山莊。香港

的金山莊不僅經營香港與加州之間的航運業，還

從事進出口、匯款和勞工中介等業務。由廣州外

銷畫匠李良和他的侄兒李陞所創辦的和興號，是

最負盛名的金山莊。其它與加州貿易的主要金山

莊還有金祥泰、和記、欲源、昌記、祥和、金昇

隆等商號。這些金山莊通過在加州設立的聯號或

美國代理行進行貿易。和興號在香港的業務由旗

昌行代理，在舊金山則由馬坎德雷的商行代理。

和興號並在舊金山設立聯號。金祥泰在香港的

業務由瓊記洋行代理。這兩個金山莊在租船業

界非常活躍。
(43)
    

1867 年，由紐約商人創辦的太平洋郵輪公司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開闢了香港到

舊金山的定期航綫，兩地之間的人員、物資和訊

息交流更為頻繁，香港作為中美貿易樞紐港的地

位進一步提高。
(44)
 華人稱這個郵輪公司為“花

旗輪船公司”或“萬昌輪船公司”。這個郵輪公

司在上海和香港的業務，分別由旗昌洋行和瓊記

洋行代理。此外，香港還建立了與溫哥華和西雅

圖的定期航綫。香港華商李陞家族的禮興號金山

莊租用的商船，也在太平洋航綫上運行，運載華

工到北美、澳洲以及東南亞的多個港口。

19世紀中葉，北美、澳洲、古巴、秘魯等地

都需要大量廉價勞工。西方航運公司通過華人中

介商從珠三角地區大規模招募華工，送往香港，

再轉運出洋。從香港出洋的華人，大部分為自願

出國謀生的勞工和商人，但也有被誘拐或綁架的

契約勞工。美國駐華公使田貝 (Charles Denby) 

曾報告：“從澳門或香港運送一個華人到加州的

費用為5元，但航運公司通常收費55元。從每位

乘客賺取的純利潤為50元。”
(45)
 儘管在1860年

以前清政府禁止華人移居海外，中介商人仍然招

募到大量勞工。從1850年代起，香港成為轉運華

工出國的中心。在出國潮達到高峰的1852年，從

香港運往加州的華人多達三萬人。販運人口的貿

易帶動了這塊殖民地的繁榮。1844年在香港成立

的摩羅洋行 (Murrow & Co .) 是最早載運華工到

舊金山的英國公司。
(46)
 美國商行也介入招募和

輸送華工出國的行業。從1861年到1872年，從香

港載運華工到美洲的船隻共有403艘，其中有159

艘是美國船。
(47)
 據時任美國駐華使團秘書的衛

三畏在1859年5月發給國務院的報告，美國船隻

經常載運苦力，美國專員無法制止他們從事這個

行業。
(48)
 僅1852年上半年，就有15,215華人從

香港前往舊金山。
(49)
 1854年春到達香港的美國

駐華專員麥蓮 (Robert M. McLane) 在給國務卿

的報告中寫道： 

從中國向加州的移民正在大量增加。本年

初，有800人在香港候船前往舊金山。現在這

批人已被運走。招攬乘客的中介人在廣州已

經招募到大批華工，將在今年內被分批送來

香港。據我接到的報告，人數不少於一萬。年

底前，人數還會大量增加。目前唯一的障礙，

是無法找到足夠的船隻運載這些想要出國的華

人。為了運載這些已經簽約的乘客，所有能找

到的舊船都已經被高價購買。
(50)

馬沙利 (Humphrey Marshall) 是第一位關注

苦力貿易問題的美國駐華專員。他在185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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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口岸的美國領事提交有關苦力貿易的詳細

報告。
(51)
 1856年1月，美國駐華專員伯駕 (Peter 

Parker) 發佈公告，强烈譴責苦力貿易。他警告那

些從事苦力貿易的美國人，他們不但不受美國政

府保護，還將會因違反美國法律而被檢控。
(52) 
美

國駐華專員反覆呼籲美國政府對載運華工的貿易

作出明確規定。但是美國政府對他們的要求沒有

作出回應。由於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引，美國駐華

專員和領事衹能向從事苦力貿易的美國人發出警

告。到1862年，美國國會纔立法禁止美國船隻載

運强制性勞工。但是美國船隻在1870年代仍然在

外國國旗的掩護下繼續運載華人苦力勞工。
(53)  
美

國商行不僅運載華工到加州，還為美國南部各州

招工。根據美國駐香港領事貝禮 (David H. Bailey) 

1871年5月的報告，香港的中介商曾經試圖為路易

斯安那州招募十萬名華工。
(54)
 

美國商行也經營香港與廣州、香港與上海的

航運。英商怡和洋行於1844年率先開通穗港之間

的輪船航綫。1856年，有兩艘美國輪船加入穗港

澳航綫的營運。
(55)
 瓊記洋行在1859年開始提供

穗港之間的輪船航運服務，與英商競爭。成立於

1862年的旗昌輪船公司建立了上海與香港之間的

航綫。旗昌洋行也加入穗港航綫的競爭。1867

年，旗昌洋行與瓊記洋行達成協議：穗港澳航綫

由瓊記洋行經營；長江航綫歸旗昌洋行營運。到

1870年，中國的遠洋、沿海和內河航運業的43%

是由美國的輪船公司經營的。
(56)
 

鴉片貿易

〈南京條約〉簽訂後，鴉片仍然是輸入中國

的主要貨物。英國駐上海領事在1856年領事報告

中寫道：“儘管鴉片是違禁品，中國當局對鴉片

貿易卻視而不見。由於鴉片是對華貿易的最重要

組成部分，每份領事報告都要提及。”
(57)
 香港

在19世紀是鴉片貿易中心。1880年，輸入中國

的鴉片接近一半是通過香港進口的。儘管國產鴉

片的數量在1880年代已經與進口鴉片數量相等，

鴉片進口持續到1909年。
(58)
 歷史學者文基賢 

(Christopher Munn) 寫道：“鴉片與香港顯然密不

可分，研究這個殖民地的早期歷史，不可能不提

及這種毒品。”
(59)
 近年的有關研究顯示，港英當

局通過鴉片專賣制度，操縱經營鴉片的香港和東

南亞華商，以增加殖民政府的收入。在19 世紀，

殖民政府歲入的四分之一來自鴉片專賣所得。獲

得鴉片專利權的華商，在香港和澳門精煉進口的

生鴉片，再將加工過的熟鴉片出口到美國和澳大

利亞，供當地的華人吸食。鴉片專利為仁和號與

和興號兩個華人大商號所壟斷。向加州出口鴉片

和華工成為香港經濟的兩大支柱。
(60) 
美國駐香港

領事在1855年4月向國務院報告：“在過去的六個

月，大量熟鴉片從這裡出口到舊金山。” 
(61) 

1859

年，從香港運往加州的熟鴉片估計為352,404両，

當地大約有50,000名華人。向加州出口的熟鴉片

是由英美輪船公司承運的。和興號金山莊在1858

年僱用旗昌行為航運業務代理。從1871-1881年，

輸往加州的熟鴉片共551,643磅，價值為5,222,521

美元。鴉片進口稅是加州海關一項可觀的收入，

從1871-1881年，共徵收2,770,646美元。到1911

年，美國政府纔禁止進口鴉片。
(62)
  

在五口通商時期，怡和洋行仍然是最大的鴉片

貿易公司。根據1844年香港財政司長的報告，有80

艘飛剪船利用香港進行鴉片貿易。其中19艘為怡和

洋行所有。怡和洋行的大型鴉片躉船“Hormanjee-

Bomanjee”號和寶順洋行的“John Barry”號常年

停泊在維多利亞港。
(63)
 總部設在東角的怡和洋行僱

用一名華人買辦管理鴉片貿易的日常業務，包括會

計、船舶維修和儲運等。印度的白皮土 (Malwa) 和

孟加拉 (Bengal) 鴉片從孟買和加爾各答運到香港的

東角後，由飛剪船轉運到部署在中國東南沿海的鴉

片躉船。在1850年代，怡和洋行擁有大約10艘鴉片

躉船。香港的總部每月向鴉片船的船長發出指令。

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在鴉片貿易上通常携手合作，

共同對付其他競爭對手。
(64)
 

旗昌行鴉片貿易的經營模式與怡和行大致

相同。部署在中國沿海的旗昌行鴉片船共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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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
(65)
 1853年，紐約商人哈里斯 (Townsend 

Har r i s )  向國務院揭發旗昌行的四名商人領事

從事鴉片貿易。根據哈里斯的檢舉信，旗昌行

的武裝鴉片船停泊在長江口的吳淞和珠江口的

金星門。旗昌行還用汽船從香港載運鴉片到廣

州。
(66) 
掌管香港旗昌行的德雷諾認為，鴉片貿

易是“合理、正當”的行業，雖然鴉片會對中

國人造成“不愉快的影響”，但在中國賣鴉片

跟向美國進口白蘭地和烈酒沒有甚麽區別。
(67)
 

旗昌行的商人領事福布斯則否認他們走私鴉片的

事實。但在美國公衆輿論的壓力下，他最後不得

不在1854年辭去領事職位。旗昌行商人壟斷美國

駐華領事職位的時代從此結束。雖然中美〈望廈

條約〉禁止美國人在中國進行鴉片貿易，但是由

於該條約賦予美國人片面領事裁判權，中國政府

實際上無法懲處走私鴉片的美國人。繁盛的鴉片

貿易，白銀產量的波動和白銀在世界市場上流通

的變化，對這個時期的中國金融經濟產生了嚴重

的負面影響。
(68)

傳統代理商業的衰落

與對華貿易商行的轉型

實行五口通商後，上海憑藉其接近出口商品

產地和長江航道的地理優勢，也逐漸超越廣州，

成為中國首要對外貿易口岸。1849年，從廣州出

口綠茶的總量是上海的四倍。兩年後，上海輸出

的綠茶為廣州的兩倍。1846年上海在中國出口總

量中所佔的份額為七分之一，到1852年已經超過

了二分之一。美國商人把握五口通商變局的新機

遇，迅速地將商業活動範圍擴展到上海和其它新

開放的口岸。到1846年底, 在上海營業的二十四

個外國商行中，有五個是美國公司。
(69)
 外國商

人在上海的活動，沒有遇到當地紳民的反對。與

戰後的廣州截然相反，上海民衆沒有强烈的排外

情緒。旗昌洋行是在上海設立商行的第一個美國

企業，在新的貿易環境下，仍然保持在美國對華

貿易中的領先地位。1843年上海剛開放為通商口

岸，旗昌洋行便派遣吳利國 (Henry G. Wolcott)

為駐上海商務代表，他同時充任美國駐上海代理

領事。1846年8月，旗昌洋行上海分行正式開業，

由皮爾斯 (W. P. Peirce) 掌管。旗昌洋行的總部也

於1852年從廣州遷到上海。美國駐上海領事館也

一度設在旗昌洋行的商館裡。1853年5月，旗昌

洋行向福州派駐商務代理。從1861年到1864年，

旗昌洋行在天津、寧波、漢口、鎮江和九江設立

了商務機構。隨後又在廈門設立了分行。
(70)
 旗

昌洋行以香港和上海為主要基地，通過在通商口

岸設立的分行，將活動範圍從沿海港口擴展到內

陸的茶絲產地。與此同時，旗昌洋行在世界各地

建立了廣泛的貿易網絡，除了中美兩國外，貿易

範圍還覆蓋印度、菲律賓、暹羅、日本、英國和

歐洲大陸國家。
(71)
 

在1870年電報接通香港和上海以前，代理業

務是英美在華商行的主要經營方式。代理行主要

充當對華貿易商人的代理人，代為銷售海外商人

託付的貨物，購買出口歐美的中國貨物。有的代

理行也投資船運，但主要的業務是為託付人提供

咨詢、辦理貨運、提供貨棧、替貨物保險以及匯

款和收回欠款等服務。這些代理行以收取服務費

和抽取佣金的方式盈利。
(72)
 代理商行一般由幾名

主要股東控制，他們有權根據當地市場的最新變化

作出商業投資決定。以旗昌行為例，香港的商館由

兩名股東主持。於1840-1846年和1861-1866年兩次

擔任股東的德雷諾是旗昌行主要的股東之一。他控

制了商行的營運資金以及由倫敦巴林洋行 (Baring 

Brothers & Co., 又為卑翎公司) 提供的貸款。巴林

洋行是歐洲實力最為雄厚的金融機構，從1820年代

起，就與旗昌行建立了緊密的商務關係。由於德雷

諾支配了商行的資金和貸款，他可以從香港操縱在

中國內地各個分行的商業運作。因此，旗昌行香港

商行之重要性，並不亞於設在上海的總部。德雷諾

主張保守的經營策略，堅持將企業營運的重點放在

傳統的代理商業上。
(73)
 

1851-1859年是旗昌行代理商業的鼎盛時期。

業績最佳的1858-1859年度的純利潤為2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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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74)
 但是在同一時期，中國市場和國際貿易

環境的變化，開始對傳統代理商務產生不利的影

響。由於美國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一些在華經

商多年的美國商人退出對華貿易，轉而投資更具

吸引力的美國市場。在華美國代理商的客戶不斷

減少。英國與美國茶葉貿易的興起，也侵蝕了在

華美國商行的代理業務。一些新成立的西方商行

的介入，使得競爭更為激烈。進出口貿易代理佣

金從1850年代初的4%下降到1850年代末的3%。

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傳統代理商行的利潤開始

下跌。代理商行要生存下去，必須改變經營方

式。
(75)
 

從1856年開始，旗昌洋行根據中國和國際市

場的變動，動用商行的閑置資金購買茶、絲和其

它商品，直接運回美國銷售。旗昌洋行還為英國

企業在中國銷售棉花，並開拓與日本的貿易。這

意味着這個商行放棄了衹從事代理業務，不直接

投資於貿易的保守經營策略，開始從純代理商行

向綜合性企業轉變。
(76)
 此外，在19世紀後半期，

一些規模較大的英美商行除了在通商口岸代理進

出口業務外，為在香港和上海建立自己的輪船公

司和保險公司，經營內河和沿海航運、製造業以

及金融業務。旗昌洋行在上海開辦了旗昌輪船公

司、揚子保險公司和機器繅絲廠。在香港，旗昌

洋行代理舊金山太平洋保險公司 (Pacific Insurance 

Company of San Francisco) 和巴達維亞航運與火災

保險公司 (Batavia Sea & Fire Insurance Company) 

的保險業務。旗昌洋行還開辦了香港繩索製造公

司 (Hongkong Rope Manufacturing Company)，用

馬尼拉麻生產繩索，銷售到海外市場。
(77)
 由於採

取新的經營策略，在代理商業萎縮的情況下，旗

昌洋行的純利潤仍然從1849年的220,000 元上昇

到1859-1860年度的270,000 元。這個最大的美國

對華貿易商行的純利潤比它的主要競爭對手瓊記

洋行要高出一倍多。瓊記洋行是在1840年由旗昌

行的兩個前任股東在廣州成立的。它與英商怡和

洋行密切合作，與旗昌行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瓊

記洋行以走私鴉片起家，迅速發展為19世紀美國

在華的四大商行之一 (另外两大商行是同孚洋行

和嘩地瑪洋行)。
(78)
 

橫貫北美大陸鐵路的建成和溝通地中海與紅

海的蘇伊士運河於1869年的開通，輪船在遠洋貿

易和內河航運中的使用，以及電報在1870年在

香港和上海的接通，使對華貿易商行傳統的經營

方式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經歷了革命性的

變化。
(79)
 與此同時，西方商行新的經營趨勢的

發展，導致傳統代理業務的衰落。專長於代理商

務的美國商行面臨嚴峻的挑戰，不得不開拓新的

領域，相繼在華投資開辦航運、保險、金融、鐵

路、電報和加工製造等行業。然而，這些努力並

不能扭轉這些家族式經營商行衰落的趨勢。滙豐

銀行等專業金融機構的出現，使代理商行的貨幣

兌換和進口貴金屬等業務無利可圖。在香港設有

商館的瓊記洋行和同孚洋行於1875年和1877年相

繼倒閉。瓊記洋行也在1875年宣佈破產，但在同

一年又籌集到30,000元資金，重新開業；1877年

再次倒閉，被怡和洋行吞並。1883年的金融危機

導致更多的美國商行破產。在華美國公司從1875

年的46個，減少到1887年的28個。
(80) 

結錱語

旗昌洋行1891年由於白銀投機失敗而破產，

標誌着美國對華貿易舊時代的終結。
(81)
 美國烟

草公司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和美孚火

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等專長於向中國

推銷美國產品的新型企業集團在香港和上海迅速

崛起， 取代了傳統的家族式經營的代理商行。
(82)
 

輸往中國的主要產品，也由棉織品、煤油、鋼鐵

和機器等工業品，取代了花旗蔘、毛皮等土產。

從1870年到19世紀末，輸往美國最大宗的中國

商品是生絲和茶葉。但是從1898年開始，輸往美

國生絲的價值首次超過茶葉，佔輸往美國產品總

值的37%，茶葉則下降到28.8% (見表1、表2)。

儘管上海在1860年代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

口岸，香港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仍然繼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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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1871-1873年，中國32.5%的進口貨物和14.7%

的出口貨物是通過香港轉運的。到1891-1893年，

這兩個數字分別為51.2%和39.3%。
(83) 
香港與美國

的貿易額從1875年的3,305,000美元上昇到1899年

的10,212,000美元 (見表3)。香港在美國對華貿易

中的份額，從1875年的接近六分之一上昇到1895

年的近四分之一 (見表4)。在同一時期，超過一

半的美國商品是通過香港輸入中國的(見表5)。

在19世紀末，雖然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

份額還很小，約為 5%-8% 
(84)
，但是龐大中國市

場對美國商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香港在其後的

一個多世紀裡，繼續保持中外貿易樞紐的地位，

在中美經濟關係中起了重要作用。

    

[表1] 1870-1898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主要商品

[表2] 1870-1898年美國向中國出口主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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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875-1899年香港與美國貿易額

[表4] 1875-1899年美國對華貿易額及美國與香港貿易額

[表5] 1875-1895年香港在美國向中國出口中所佔份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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